
第 1 页

董其昌个案研究

段 炼　　陈 凌

明晚期，松江【提要 地区的华亭画派一枝独秀。其绘画以山

水为主要题材，讲求笔墨趣味，风格秀润，提倡仿古，代表人物首推

董其昌。华亭画派影响很大，不仅波及江南苏松地区，而且一直延

续至清代中期，其画风成为当时主流，受到了统治者的推崇。如果

仅从绘画风格、笔墨技巧等方面进行分析是不可能全面认识华亭

画派的，华亭画派的出现、兴盛有着深刻的地域政治、经济、文化背

景。当时松江府经济繁荣，农业和棉纺织业发达；文人多怀入世观

念，致力举业，仕宦继出；士大夫们追求心灵的自由，人性舒畅，心

态活泼。这些因素使 地区渐渐形成了浓厚的艺术氛围，华亭

画派正是这一特定条件下的产物。本文以董其昌为个案，通过对

明清江南地区士风与华亭画派之间互动关系的重新认识和阐述，

以期获得对华亭画派更为深入的认识。

【关键词】松江　　　　华亭画派　　董其昌

松江

自宋元以降，江南地区富庶繁荣，文风炽盛，尤其是苏州、松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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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府，犹如双峰并峙，更居于显著的地位。由于经济的发展，当地

文人开始追求心灵的自由与精神的创新，人性舒畅，心态活泼，吟

诗、作书、绘画，从而形成了浓厚的艺术氛围。明代晚期，继浙派、

吴派之后，松江地区的华亭画派一枝独秀。其影响不仅波及了整

个江南苏松地区，而且一直延续至清代中期，甚至受到了清初统治

阶层的推崇，成为当时画坛的正统。

华亭画派，又称松江画派，其中还派生出以沈士充为代表的云

我们无意纠缠于绘间画派和以赵左为代表的苏松画派。 画史上

的流派之辨，因此本文所言的华亭画派泛指以董其昌为代表的明

代晚期松江籍书画家群体。书画同源，传统的书法艺术常常是与

绘画结合在一起的，董其昌等人的书法在中国艺术史上亦占有极

为重要的地位，被称为松江书派或云间书派，本文也将之归并于华

亭画派之中。

作为明代晚期一个地域性书画家群体，若仅从绘画风格、笔墨

技巧等方面进行分析是不能全面认识华亭画派的。该画派的出

现、兴盛有着深刻的地域经济、文化背景。而华亭画派的代表人物

董其昌又是中国书画史上一位很特殊的人物。他热衷功名，官运

亨通，可又屡遭贬谪，多次隐退。他寄情山水，追求“特超世纷”的

生活，却又纵子行凶，“有玷风雅”。要想解释董其昌身上的这种复

杂性和矛盾性，就必须将他置于特定的地域历史文化背景中加以

考察。本文拟从这一角度出发，以董其昌个案研究为切 点，从而

对华亭画派的产生、发展和影响有一个新的认识。

唐天宝十年（ 年）析昆山南境、嘉兴东境、海盐北境设华亭

参见杨仁恺《中国书画》，上海古籍出版社 年版，第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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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这是松江地 年）区最早的独立行政建制。元至元十四年（

升华亭县为华亭府，次年改称松江府，领有华亭一县。设府之后，

松江地区经济发 年）划华亭东北境长展迅猛，至元二十八年（

人、高昌等五乡设置上海县。到了明代，松江府进入了他历史中的

鼎盛期，嘉靖二十一 年），于华亭北境、上海西北分设青浦年（

县 年撤销， 年重置），此时的松江府已成为领辖三县的（

江南繁华区域之一。

明代的松江是全国著名的鱼米之乡“。苏松熟，天下足”，松江

地区粮食生产的高度发展仅从其所交纳的税粮数额即可见一斑。

据文献记载，明代全国税粮总数为 石，而松江一府为

石，约占 松江地区税粮贡赋不仅绝对数额庞大，

而且无论是按在册额田或在册人口的平均贡纳数都远远高于其他

地区或全国平均水平。诚如明代上海邑人叶梦珠所言：“吾乡赋税

甲于天下，苏州一府赢于浙江全省，松属地方抵苏十分之三，而赋

税乃半于苏，则是江南之赋税莫重于苏松，而松尤甚矣”。 江南

赋重，百姓苦不堪言。在沉重的封建压榨之下，松江人民总结了农

业生产经验，在有限的耕地上以自身的辛勤劳作出产了大量的粮

食，这与北方地区的地广粮薄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松江地区还是当时重要的棉花种植区。松江棉花种植业始盛

于元代。明初，朱元璋在全国大力推行植棉政策。洪武初年，松江

府植棉业已在全国首屈一指，明中叶又得到了进一步的推广。到

了明末，仅上海一县“海上官民军灶，垦田凡二百万亩，大半种棉，

当不止百万亩”。 可见当时植棉业的规模。由于植棉业的兴旺，

税粮数字引自周振鹤《释江南》，《中华文史论丛》第四十九辑，上海古籍出版社

年版。

叶梦珠：《阅世编》卷六《赋税》。

③徐光启：《农政全书》卷三十五《木棉》。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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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江地区几乎家家纺纱户户织布，据推算当时松江地区从事纺织

业的劳 明代松江出产的棉布质量精动者约有几十万人之众。

美，品种繁多，花色新颖，其中许多各具特色的高级棉布如三梭布、

贡品布、尤墩布、丁娘子布等代表了当时中国纺织技术的最高水

平“。买 从而松江府获得了“衣被不尽松江布，收不尽魏塘纱”，

天下”的美誉。

由于松江地处海隅，偏僻安静，宋元之际，一些亡宋遗民和不

愿为异族统治者服务的士大夫，以及那些赋性恬淡，喜好田园风光

的文人多选定松江作为退身隐居之所。如赵孟 、杨维桢，元四

家黄公望、倪瓒、王蒙、吴镇以及王逢、邵亨贞、柯九思、高克恭、王

冕等人都曾来往或定居于松江。他们纵情于峰泖之间，放舟于江

湖之上，或结伴同游，品题吟咏，或闭户著书，开门授业。这些活动

促进了松江书画艺术的蓬勃发展，为华亭画派的产生创造了条件。

入明以后，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民族矛盾的缓和，文人士大夫的

积极入世意识开始觉醒“。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传统文人

的最高道德规范“。学成文武艺，售于帝王家”，功名利禄代表着士

大夫所追求的个人实际价值定向，对仕途的渴求促成了江南地区

科举业的兴盛。正如顾炎武所言：“天下之人，惟知此物（指科举）

可以取功名，享富贵，此之谓学问，此之谓士子。” 松江当地绅商

除了日常所费之外，总是先将钱财用于培养后代读书入仕上。

据不完全统计，有明一代松江府共出进士 名之众，在全国诸多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历史教研室：《中 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集》，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 页。年版，第

万历《嘉善县志》。

顾炎武：《日知录》。

④见张忠民： 海：从开发走向开放（ ，云南人民出版社 年

版 第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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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还出现了如陆府郡中排名第十二位， 树声、徐阶等一批科

缨大族。甲世家和 科举不仅兴旺了一家一族，而且也带动了一

地人文蔚起和地区文化的繁荣。

无可否认，松江地区的文化是在苏州文化的影响下发展起来

的。当时的苏州府，为东南一大都会，商贾云集，名宦大族齐聚，文

人骚客赋咏其间，时有“吴风吴俗主天下雅俗”之说。例如苏州地

区有着悠久的诗词书画传统，松江近水楼台“，学诗学画学书，三者

松江”。称苏州为盛，近来此风沿 在董其昌之前，松江地区已

经出现了陆深、孙克弘、顾正谊和莫是龙等一些在创作实践和艺术

理念方面都很有成就的书画家。经济的繁荣富庶引发了当地文人

士大夫的自豪感，松江文化逐渐产生了与苏州一争高下的势头。

但是，对于新出现的松江画风即“松江派头”，苏州的同道们又是怎

么看的呢？在苏州人的眼中，松江地近“海隅蛮荒”，风俗粗鄙“，凡

文人学画山水，容易入松江一路派头，到底不能入画家三昧”，

语气甚含轻蔑。其实所谓的“松江派头”系指松江画坛重笔不重理

的风格。苏州派师法赵孟頫 ，而华亭派则师法董源，因此形成了

相互非议、相互对立的派别“。书以人重，画靠官显”，董其昌的出

现使得天平渐渐倾向了松江的一边。

董其昌的一生可以说与科举和仕途结下了不解之缘，也许

的书画技艺是超脱的，但他的艺术活动则是功利的，带有难以磨灭

的政治印痕。其艺术生涯大致可分为以下四个时期：

见马学强：《明清时期上海地区学风的嬗变》，《史林》 年第 期。

范濂：《云间据目抄》卷二《记风俗》。

唐志契：《绘事微言》卷一。

二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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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公元 为勤学期；

年，为博公元 览期；

年，为大成期公元 ；

公 年，为老年期。元

若要就董其昌这个复杂的历史人物展开全面论述非本文所能

胜任，现撷取每个时期中所发生的一些事件分述如下：

（一）勤学期

董其昌 年），原为上海县董家汇生于明嘉靖三十四年（

人。虽然 但董其昌的父亲董上海董氏是当时著名的文化世家，

汉儒是位屡试不第的失意文人，家境并不富裕，生活十分清贫。为

了逃避繁重的差役，董其昌举家迁往华亭，由此自称为华亭人。

与当时的读书人一样，董其昌年少时便学做八股文章，一心想走科

举入仕之路。但际遇难料，一件小事往往会影响整个人生的方向

与历程。 岁的一次应试促使董其昌踏上了艺术的道路。那一

年（隆庆五年，即 年），董其昌参加松江府会试，他写了一篇漂

亮的八股文，自以为可以夺魁。但由于书法太差，被主考官降为第

二，而学识不如他的堂侄却升为第一。此事给年少气盛的董其昌

以极大的刺激，他发愤学习书法，决心洗去落笔不工之耻。

当时，松江地区人文荟萃，艺术家辈出，董其昌师从华亭书法

①参见吴仁安：《明清时期上海地区的著姓望族》，上海人民出版社 年版，第

页。

按台北学者胡舒婷著《董其昌之诗书画研究》一书中《籍贯考》所言“：其昌于诸

生时代，乃瘠田二十亩之贫苦农户，既无可应政府之捐输，又感于重役之征调压迫，遂

弃上海之家，避入邻县华亭。其后连捷科场，官至礼部尚书 亨显通达一时。然冒籍应

试之罪重，其昌故于占籍应试之事，隐讳至深，于《渐川兄传》中，伪造家谱，乃求自全之

法，据崇祯三年原刊本《容台文集》观之：‘按谱，余家厥初为汴人，自扈宋南迁，更居华

亭⋯⋯’。一行二十一字，乃系经挖去后嵌补而成，其刻体不同，且略偏向一旁，足有篡

改之嫌。”

③见董其昌：《画禅室随笔》卷一。



第 7 页

家陆树声、莫如恕为师，并且一有机会就去南京、嘉兴、杭州等地拜

访书画收藏家，观赏历代名家之作，借以提高自己的艺术修养。此

外，他与莫如恕之子莫是龙，及顾正谊、丁云鹏等擅长丹青之士往

来，耳濡目染，对绘画也产生了浓 岁时，董其昌开始厚的兴趣。

学画山水。如果说研习书法在当时还是文人士子份内之事，但习

画则与功名无关，甚至可招致批评。有一次，因董其昌“旁通绘事

矣，客以笺扇求者，白斋翁见辄擘碎之 但董其，使专精于本业”，

昌并没有放弃对翰墨丹青的爱好。经过多年不懈的努力，他的书

法有了很大的进步，山水画也渐入门径。由于董其昌天分极高，摹

仿古人名迹往往惟妙惟肖，自谓逼古，遂生骄矜之感，不复以文徵

明、祝允明等置之眼角。事实上，此时他的书法只是停留在形似阶

段，而内中神理实未有入处。

万历七年（ 年），董其昌赴南京参加乡试，得见王羲之的

《官奴帖》墨迹。名家真迹使得董其昌对书画艺术的妙理产生了更

为深刻的认识，回视自己的作品，大失所望，遂焚笔碎砚，搁笔不书

年竟达 之久。 自此之后，董其昌结束了师法名刻拓本而妄自

尊大的阶段，少年时的虚矫矜能转变为谦和恭让，在临仿古人的取

径上也渐渐改变了方向。

（二）博览期

年），董其昌考中乡试。次年，参加会万历十六年（ 试，董

其昌得中第二甲第一名进士，被选为庶吉士，入翰林院学习。

平步青云，随着政治地位的上升，董其昌拓宽了交游的范围，

出于对书画艺术的共同爱好他结识了更多士大夫收藏家。时任礼

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的韩世能是董其昌在翰林院的馆师之

一，素以显赫的收藏著称于世，为当时京城首屈一指的大收藏家。

①转引自吴讷孙：《董其昌与明末清初之山水画》，《朵云》 年第 期。

见董其昌：《画禅室随笔》卷一。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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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董其昌在观赏了西晋陆机《平复帖》真迹后所书的题跋所言：“时

为庶吉士，韩宗伯方为馆师，故时时得观名迹，品第甲乙。” 除了

《平复帖》，董其昌还在韩世能处观赏到了诸如吴道子《五星二十八

宿神形图》、展子虔《游春图》、杨羲《黄庭内景经》、王献之《洛神十

三行》、李唐《江山小景》等众多名家书画真迹。同时，经济的改善

也 从而实现了“学书必从真迹”使他有条件进入收藏家的行列，

的主张。这一切增强了董其昌对书画艺术的自信心，他的艺术生

涯由此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期。

年）万历二十二年（ ，皇长子朱常洛出阁就讲，董其昌受

命出任讲官。这一难得的机遇似乎将给董其昌的仕途带来无限的

光明。然而，他和皇长子的关系过于密切，一次授课之际他与皇长

子的问答引起了皇帝的猜疑，由此“坐失执政意” 万历二十六。

年（ 年），董其昌被任命为湖广按察副使。新的任命名义上是

晋升，但对于一心想通过翰林之职步步高升的董其昌而言无疑是

个打击。于是，他呈请以翰林院编修之衔告退还乡，开始了他近

年的乡居生活。

（三）大成期

董其昌是不甘寂寞的，乡 年之后（即 年），回京从政居

的希望已日益渺茫，于是他接受了湖广提学副使的官职。此时他

的心绪是极为复杂的，少了些上任的喜悦，更多的是沮丧与失望。

到任后的董其昌并没有认真履行他的职责，不仅借职务之便游山

玩水，且常常故意刁难愚弄学生。董其昌的偏执和轻狂终于惹恼

了当地的仕绅，他们煽动学生闹事，使得上任仅 年的董其昌不得

《平复帖》题跋，原件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董其昌中进士后即开始大肆搜集元四家的作品， 年他得到了黄公望的名

作《富春山居图》。

《明史》卷二八八《文苑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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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灰溜溜地辞职回乡。有意思的是这一偶然的政治事件却也影响

了董其昌书画作品的声价。《戏鸿堂法帖》是董其昌汇辑西晋至元

代历朝书法家的作品 年）摹刻而成。虽然，于万历三十一年（

该帖失去了原作的神韵，但由于董其昌的名望，人们还是“四方争

赏，以高价购之而不易得也”。而“迨董太史督学楚中，董治者不得

其人，徒取速就射利而已，一时价亦顿减”。

其后，董其昌曾于万历三十七年（ 年）出任福建提学副

天之后即再度辞职。之后，他又拒任河南使，但仅仅 参政等远

离京城的地方官职，执意赋闲家中。但此时的董其昌已不再是当

年的穷书生，经过多年的经营他的家产积累已可称得上是华亭首

富了。不论在朝在野，董其昌对于生活享受的方法、主张、态度、心

理始终是一致的。既有显赫地位，又有万贯家财，放情于江湖之

上，沉醉于山林之间，远离了俗务的纷扰，这对书画创作十分有利。

乡居期间，董氏子弟横行乡里，强占民女，劣迹昭彰，而董其昌

采取了纵容的态度。董家的恶行被松江当地群众编成唱本《黑白

传》广为流传。对此董其昌进行查询，致使生员范昶蒙受羞辱悒愤

而终。范家孤寡上门哭诉，遭到了董氏家奴的殴打和凌辱，其惨状

令人发指。董家的暴行引起了全城民众以及文人士子的共愤。万

历四十四 月年 日）傍晚，华亭、上海、青浦年三月十六日（

三县军民万余人高呼“要想柴米 ，先杀董其昌”的口号将董宅付

之一炬，董其昌惶惶然避走他乡，一时威风扫地，狼狈不堪。 这

一事件虽然在朝廷的干预下平息了，但“四宅焚如，家资若扫”，不

《丛帖目》第一册，转引自郑威：《董其昌年谱》，上海书画出版社 年版，第

页。

参见《民抄董宦事实》，载《中国历史研究资料丛书？明武宗外纪》，上海书店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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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一生名望 而集大半生心血所收藏的珍贵书画被毁受到玷污，

对于董其昌而言无疑是个更加巨大的打击。“余既失颜鲁公《送蔡

明远帖》、《借米帖》，及杨少师《合浦散帖》、《乞花帖》、《洛阳帖》，遂

也许只有艺术之泉才能抚慰他内心的悲痛，不久，欲焚砚”。 苏

州、宜兴等地的名山胜境又留下了董其昌的足迹，精彩的书画作品

不断涌现。

（四）老年期

万历四十八年（ 年）明神宗驾崩，太子朱常洛一即位就想

起了昔日的讲官董其昌。然而，朱常洛登位仅一个月即因服错药

而死。不过他的儿子天启皇帝还是秉承其遗愿下令召用董其昌，

年），擢为太常寺卿兼侍读学士。天启二年（ 董其昌欣然登

舟，从松江出发赴北京上任。

晚明之际，党争激烈，政局动荡，人人有朝不虑夕之虞。此时

董其昌年近 高龄，已没有了当年渴望一展政治抱负的那种冲

动，政治在他的眼中已成了仅仅表示身份的象征性存在。因此，他

在不同的政治境遇中以各种方式不断地调整着与各种政治势力的

关系，从而使自己在多次政治事变中化险为夷。董其昌时而与东

林党人握手言欢，时而又向阉党魏忠贤、冯铨、李鲁生之流暗送秋

波 此后，董，他的书画技艺已成了他结交权贵以求自保的手段。

其昌凭借着左右逢源的本领历任礼部右侍郎、礼部左侍郎、南京礼

部尚书等职，其官职依然呈上升的趋势。但董其昌仍处于一种惶

惶不宁的紧张之中，官场愈来愈成为一个充满隐患的场所。为免

①明末之际，若因“公愤”引起百姓嫌恶而被“民抄”，对于一个乡绅来说是最有损

于名誉的事，会彻底失去其在乡里的地位。相对而言“士抄”则是当时的一种社会风

潮，无关于名誉毁损。“民抄董宦”事件发生之后，董其昌利用权势呼请官府将 民抄”

改 使为“士抄” 名生员受到了处罚，终于挽回了一点点颜面。

董其昌：《容台文集》卷二《论书》。

参见李惠闻：《董其昌政治交游与艺术活动关系》，《朵云 年第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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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不测之祸，董 年），其昌不断地上疏乞休告归。崇祯七年（

朝廷特加董其昌太子太保衔，准其告老还乡。两年之后，即公元

年 岁。，董其昌病逝松江，享年

勤于政而精于艺，纵观董其昌的一生，他将政治生涯视作生命

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时时刻刻都在维持和巩固已有的政治地位，

书画技艺有时成了他跻身官场和寻求庇护的手段；另一方面董其

昌也通过他显赫的政治地位拓宽了艺术活动的领域，在他的精神

世界中开辟了一个相对独立和超越的审美境界。“今日生前画靠

董其昌获得了官，他日身后官靠画”， 在仕途和艺术上 双丰收。

虽然董其昌有着极高的政治地位，但他在艺术上的成就更

后人瞩目，书画家的头衔远远超越了显宦的赫赫盛名。其原因主

要如下：

（一）从当时的社会思潮来看

自宋元至明代早中期，程朱理学作为一种皇家钦定的思想体

系及哲学观念，统治着整个中国的思想界，涵盖了社会的心理时

空，并侵袭着文化艺术领域。不变的“天理”，森严的“等级”，严格

的“君臣关系”，凝固的“三纲五常”等都窒息着人们的思想，扭曲了

人们的感情，泯灭了人们的个性。这使得文人士大夫们备感压抑

与困惑。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王阳明与禅学相契合的心学开始流

行，并为禅宗在明代中后期的风行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大批

文人士大夫皈依禅宗，在禅宗中寻找思维方法与哲学观念。如李

贽、袁宏道、陈继儒、汤显祖等人，也包括董其昌。他们交谊深厚，

共参禅悦。但这并不是一种潇洒旷达的心态的表现，他们中的大

三

让

陈继儒：《妮古录》。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第 12 页

部分人都有官职，实际上他们是在寻找共同的群体思想归宿。当

然，此时的禅宗已经不是纯粹的宗教意义上的一个派别，而是糅和

了儒、道、释于一体的思想理念。对禅学的领悟、对禅悦的消融、对

禅宗的弘扬和对禅理的活参，使明代中后期的文人士大夫从“存天

理，灭人欲”的程朱理学封闭中解脱了出来，形成了一股个性解放、

心灵自由的冲击波。而这种思潮在当时经济发达、思想活跃的江

南地区尤为强烈。

（二）从当时的文人画发展看

中国的文人画虽然可以上溯到魏晋南北朝，但它作为一种重

要的艺术倾向而被明显地表现出来，实际上始于唐宋时期，尤其是

宋代。不过，当时的文人画一方面要求体现文人的审美情趣，另一

方面又很重视对所描绘对象的“常形”“、常理”的表现。进入元代，

文人画有了很大的发展，其代表人物就是元 黄公望、倪四家

瓒、吴镇和王蒙，特别是倪瓒。这一时期的文人画不仅在创作实践

上有所突破，而且出现了“逸笔草草，不求形似，聊以自娱耳”“、聊

以写胸中逸气”的绘画思想。明代前期，院体画占据主导地位，及

至沈周、文徵明出现，即形成了“吴门画派”之后，文人画大兴，逐渐

取代了院体画的主导地位。吴门画派的重要特征是竭力要使士大

夫文人含蓄蕴藉、典雅超逸的趣味体现在绘画中。但是，此时的文

人画与元代已有了很大的不同。它们在宋代绘画的基础上吸取了

元四家的成就，与“逸笔草草”的元代文人画相比，更讲究法度，更

注重对物象的细致的描绘刻画。到了吴门画派后期，文人画走向

了繁缛细碎的死胡同。

与此同时，一种前所未有的新因素 “商品化”也开始介入

画坛。“商品化”虽然客观上繁荣了画坛，但这只是表面现象。商

品化的介入迫使绘画的数量激增泛滥，最终绘画艺术不堪重负，只

能在强劲的经济循环中以不断的异化为前提来求得适应。率笔应

酬者有之，捉刀代笔者有之，鱼目混珠、真赝混杂。因此，到了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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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期，包括董其昌在内的许多画家都试图通过变革来促使文人画

走出窘境，比如徐渭、陈淳、蓝瑛、陈洪绶、莫是龙等，并且也各有所

成。但在封建社会，只有凭借官位之高、声势之盛，才更便于操纵

艺苑抑扬之权，左右一时的风气，而董其昌的地位与作用可谓是独

一无二的。董其昌复兴了日趋衰微的复古传统，又开创了前所未

有的表现主义绘画的先河，这看似矛盾的两种因素相互作用、交

融，走出了一条文人画的新道路，确立了文人画在以后 多年不

容置疑的主导地位。

（三）从董其昌自身来看

晚明社会是个充满了冲突与矛盾的社会，而士大夫阶层又往

往是最能体现这种矛盾冲突的群体。对于董其昌而言，无论是仕

途方面，还是艺术方面，无不充分体现出这种矛盾和冲突的交织与

纠缠。董其昌之所以能够在艺术领域地位超然，很重要的原因就

是能够正视矛盾和对矛盾的全局性把握以及妥善地处理协调。

董其昌是一个入世观念极强的文人士大夫，这种入世观念在

明代中后期松江地区的文人中是一种普遍的心态。即使是董其昌

的好友，著名隐士陈继儒，也是因为科举失意后才愤然出世不再涉

足仕途的。因此，尽管董其昌醉心于书画，游戏于禅悦，但真正吸

引他整个身心的主要还是政治。在“庙堂”与“山林”之间，董其昌

毫无犹豫地选择了前者。同时，除了陈继儒等一些弃官隐居而专

事研究艺术、哲学的士人朋友外，董其昌也很善于获得那些能帮助

他官运亨通的人的友谊。如大学士许国、王锡爵、周延儒，礼部右

侍郎韩世能，内阁首辅叶向高，甚至包括当时得势的魏忠贤的党羽

李鲁生、冯铨、孟绍虞、王永光之流。当然，独特的经历也改变了董

其昌的一些看法，只有在官场不顺遂之际，才是他艺术上得以突破

之时。

（四）从他的绘画理念来看

董其昌运用禅宗原理对山水画创作进行考察，并将南北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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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顿悟”与“渐修”融入具体画作的分析之中。他认为“南宗”是文人

画，其创作机制是“顿悟”式的，而“北宗”是行家画，其创作机制是

“渐修” 禅宗的思想方式与文人画家的心理结构有许多相式的。

通之处，常常能够达到心灵上的融洽与意识上的默契。也正是因

为这个原因，从唐代以后文人士大夫的审美意识一直被禅宗所深

深浸染。由于禅宗的审美心理崇尚自省，讲究悟境，因此“南宗”文

人画的追求很自然地表现为空灵幽寂、平淡天真。

尽管董其昌倡导象征着宗派主义的“南北宗论”，但又讲究兼

容并蓄。他涉猎唐、宋、元诸名家，从他们身上汲取养料。其中，也

同时，董包括了“北宗”名家，比如李成、郭熙。 其昌又是一个艺

术个性极强、非常自信的人，对自身鉴赏能力和书画技艺有着充分

的信心，对于“自成一家”艺术理想的追求也从未有过半点松懈。

他师法古人，却又将从他们那里所汲取的有益因素按照自己的意

愿进行处理，从而避免了“师而不化”的弊病。董其昌具有强烈的

创新意识，力求摆脱传统，展示出自己的风格面貌，因此被后人认

为是书画艺术“集古之大成者”。

正是由于以上这些因素，董其昌得以脱颖而出，创立了华亭画

派“。书画自画禅开堂说法以来，海内翕然从之，沈、唐、文、祝之流

遂塞，至今未有过而问津者”。 时至明末，华亭画派已取代了吴

门画派的地位成了画坛的主流。连董其昌也禁不住自豪地说：“吴

门画手当拱手让吾松，不虚矣”。

参见王琪森：《董其昌“南北宗论”新考与新论》，《朵云》 年第 期。

参见何惠鉴、何晓嘉：《董其昌对历史和艺术的超越》，《董其昌研究文集》 上海

书画出版社 年版。

方薰：《山静居画论》。

董其昌跋沈士充《山水长卷》，转引自阮璞：《对董其昌在中国绘画史上的意义

之再认识》，《朵云》 年第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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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董其昌之后的书画家不论是正统派还是个性派，无不受其艺

术主张的影响。尽管以后也有不少画家宣称可以自成一派，如龚

贤、石涛等，但他们只是在绘画技法上有所突破，并没有超越董其

昌的美术理念和范畴。而作为董其昌画学的真正传人，自当首推

王时敏。

王时敏，字逊之，号烟客，苏州太仓人，生于明万历二十年

年），为内阁首辅王锡爵之孙，翰林院编修王衡之子。王锡

爵亦是一位著名的书法家，在观阅了董其昌的翰林阁试卷后曾大

加赞赏，对于初入仕途的董其昌有着知遇之恩。而王衡少时即与

董其昌、陈继儒齐名，万历十 年）顺天乡试与董其昌同六年（

岁科中举，情谊非同一般。董其昌小王锡爵 ，年长王衡 岁，而

与王时敏的交往 在王时敏的身更可谓是一种亦师亦友的关系。

上董其昌倾注着历经三代的情谊，而王时敏从董其昌那里所受到

的艺术影响自然也十分深远。王时敏不仅接下了董其昌的衣钵，

而且还将之传给了后人。他的长孙王原祁以及海虞王翚尽得其

真传，分别开创了“娄东”和“虞山”两个画派。入清之后王时敏已

岁，在清朝统治下生活了 年。这期间，他虽然优游山林，以

画为生，没有供职新朝，但他却让子孙出而应试，中举成进士，可见

他并未放弃科第传家的利禄思想。可以说王时敏是“华亭血脉”的

真正传人。

由于受到清初诸帝的推崇，董其昌的书画理论渐渐成为画坛

参见汪世清：《略论王时敏与董其昌的关系》，《清初“四王”画派论文集》，上海

书画出版社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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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以作为正统。在清代，内廷设有“制仿前代画院”的如意馆，

罗致和容纳御用工匠画家的专门场所；又设有南书房，是翰林院文

学侍从之臣侍奉皇帝的场所，其中也包括能书善画者，或陪伴皇帝

挥毫泼墨，或在皇帝面前表演书画技艺。如果说如意馆是沿袭传

统建制为满足宫廷一般需求而设置的画院，那么南书房则是一所

兼为侍候皇帝个人书画活动的变相高级画院。康熙朝，王时敏之

孙王原祁任翰林学士、户部侍郎，兼《佩文斋书画谱》总裁，以其书

画在南书房侍奉。华亭画派的影响随着王原祁的地位和声望大大

。康熙本人尤爱提高 董其昌的书法，所作行楷亦酷摹董笔，认为

“其高秀圆润之致，流行于楮墨间，非诸家所能及也。每于若不经

意处，丰神独绝如微云卷舒，清风飘拂，尤得天然之趣”。 康熙四

十四年（ 年）南巡之际，康熙帝驻跸松江，特意为董其昌祠堂

题写了“ 并举董其昌之孙董建中入宦门，为荆芝英云气”匾额，

门知州。乾隆时期，又出现了一位在南书房以其书画技艺侍奉皇

帝的董邦达，他的官阶比王原祁更高，不仅是翰林院编修、侍读学

士，并屡次擢任工部尚书、礼部尚书，在这些显赫的官职之外，他还

兼任《石渠宝笈》修撰。他的山水画也是学习董源、巨然、黄公望

的，尤其是用墨深得董其昌的法脉。当时人们将他与董源、董其昌

联系起来，遂有“古今三董”之誉。乾隆皇帝认为董其昌的“书画神

味萧远， 自己平时亦喜用董笔作平远小景，甚至以超轶古人”，

“画禅室”（原为董其昌的画室名）命名其咸福宫的西室， 可算是

对董其昌佩服到了五体投地的程度。

《清史稿》卷五 二《艺术传一》。

康熙帝：《御制文》第二集卷四十（杂著》，光绪五年内府铅印本。转引自杨伯

达：《董其昌与清朝院画》， 期。《新美术》 年第

③乾隆《华亭县志》。

《石渠宝笈》卷四《明董其昌书画合璧一册》。

《石渠宝笈》卷四十二《唐宋元名画大观一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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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其昌书画艺术之所以受到清初诸帝的推崇，一方面因为董

其昌的审美情趣符合皇家口味，另一方面还在于董其昌的书画给

清初文人渴望逃避现实的心绪提供了样式，清廷为了在文化上维

护其统治，便顺应时势，大力提倡。

这种崇董之举，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清兵入关后，在北方除

了李自成农民军的抵御外，几乎未遇到多大的打击，而在兵进江南

时却受到了从未有过的顽强抵抗。顺治二年（ 年）五月南京

陷落后，苏、松、常、杭、嘉、湖等地义军蜂起，清军在江南展开了惨

绝人寰的大屠杀。江南人民誓死不屈的气概震动了清统治者，他

们逐渐意识到，血腥的武力手段虽然可以夺取政权，但却无法征服

民心。策动抗清义举的主体力量正是文人士大夫阶层，若要征服

民心则必先笼络江南士子。为 构筑稳固的统治殿堂，他们抬出

了被南明王朝追谥“文敏”的文化名人董其昌。清统治者这一政治

宏略，就和他们新政伊始即实行尊孔政策并封祭抗清而死的明末

兵部尚书史可法、瞿式耜、张煌言等“忠臣”一样，有着异曲同工之

妙。

上有所好，下必尤甚，清初画家多如过江之鲫，几乎无一不是

以皈依董其昌“画禅派”相标榜者，学董之风盛极一时，华亭画派于

是成为清代书画的主流。董其昌所倡导的“南北宗”之说也不胫而

走，甚至流传海外，如日本画坛就出现崇尚了“南画”的风气。

但是，事情的发展是董其昌自己身前所始料不及的。在书风

上，因帝王提倡，臣子不敢放纵，只就妍整遒媚的董氏楷书下功夫，

终于发展成字字如算子的馆阁体，使帖学一派走上了末路。而董

其昌这一路画风成为受到官方支持的画派后，虽然有利于它的臻

于极盛，但同时也使它逐渐脱离了文人画的本质。那些以董其昌

为师、为宗的传人，在继承其强烈艺术个性方面犹有欠缺，因而在

实施“师古”战略时事与愿违地掀起了一场空前绝后的“复古”浪

潮。比如王原祁为了迎合皇帝的欣赏趣味和体现盛世气象，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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